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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礼金变迁为切入点，以河北省顺平县东委村为例，通过记述“随礼”的传统互动模

式以及“失随”如何发生，分析礼金中的博弈，透 视 背 后 的 人 际 关 系 与 社 会 结 构。从 中 我 们 可 以

发现，原有乡土格局已被打乱：“差”不再完全由 血 缘 的 亲 疏、地 缘 的 远 近 决 定，同 一 圈 层 被 经 济

分层切割成若干块，外圈势力逐步渗入原有圈层；“序”不再简单由长幼尊卑定位，身份分层与经

济分层错位，伦理纲 常 弱 化。横 向 关 系 扩 展 并 重 排、纵 向 等 级 扁 平 并 错 位 的 新 差 序 格 局 正 在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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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从“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

的‘序’”和“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① 两个维度勾勒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被公

认为对乡土社会的传神描述。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解释与扩展，力求通过对转型背景下

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使“差序格局”成为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

概念。从对姻缘关系与拟似血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利益”成为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

重要维度，人际关系走向理性化的论述②，到通过对当代中国 社 会 人 际 关 系 变 迁 的 研 究 以 赋 予 差

序 格 局 现 代 内 涵，再 到 对 个 体 在 社 会 关 系 的 差 序 格 局 中 行 动 逻 辑 从 单 一 的 道 德 要 素 演 变 成 多

种 逻 辑 的 研 究③；从 差 序 格 局 与 中 国 文 化 的 等 级 观 的 探 讨④，到 对 差 序 格 局 下 对 中 国 传 统 社 会

结 构 和 中 国 人 行 为 的 解 读⑤；从 通 过 乡 村 治 理 的 区 域 差 异 研 究 对 差 序 格 局 进 行 重 新 解 读⑥，到

从 行 动 单 位 视 角 对 差 序 格 局 的 拓 展 性 理 解⑦，再 到 对 鲁 西 南 小 亲 族 主 导 型 村 庄 差 序 格 局 变 迁

的 个 案 素描⑧，学界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由于转型期社会变化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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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复杂，区域差异显著，充分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延续并丰富“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生命力与解释

力，还需要广大学者的不懈探索与共同努力。

本文拟通过对河北省顺 平 县 东 委 村 的 个 案 研 究，观 察“随 礼”①在 当 地 的 变 迁，试 图 通 过 记 述

“随礼”的传统互动模式以及“失随”如何发生，分析礼金中的博弈，从而透视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

“随礼”又称“人情”，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互动，在经济与社会整合层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不失为

透视村庄格局的一个有效途径。“礼”也是东西方社会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从莫斯对“礼物”

在“道德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世界”“社会的世界”中 的 不 同 流 动 与 功 能 分 析②，到 布 迪 厄 将“时

间”“资本”“惯习”“场域”概念引入礼物交换过程③；从阎云翔在下岬村民族志中对礼物交换体系社

会互动的文化意义的阐发④，到贺雪峰对熟人社会人情异化的研究⑤。本文则拟从时间维度进行纵

向比较，试图透视人情背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变迁。

东委村地处太行山东麓、冲积扇平原中部，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是一个传统的北方农耕

村落。东委的村庄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共同纽带，张姓与李姓是村中两个大姓，小亲族关系网中

兼有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和“文革”时期“派性”的痕迹，基本符合“分裂型村庄”⑥的类型。近二

十年，东委村的农业生产逐步从一年两熟的玉米小麦种植转向草莓与西红柿为主，蔬菜瓜果市场

随之兴起；外出打工与经商者不断增加，向外流动人口逐年增多，近年不断出现举家迁出的情况，

但流出者一般仍与村庄保持一定的互动，依然会回村参与婚丧嫁娶和春节等重大节日仪式。

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笔者发现东委村红白喜事中的“随礼”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随

礼”本来重在一个“随”字，有“随大流”之意，礼物礼金的多少是客人与主家关系的确认与体现，同

等血缘地缘关系的客人礼物礼金基本保持一致。而近二十年内“随礼”有三变：一是实物性礼物减

少，礼金成为主流，数额 逐 年 增 加，增 长 速 度 加 快；二 是 同 等 关 系 的 礼 金 参 差 不 齐，且 差 距 不 断 拉

大；三是出现了随礼与还礼的不平衡。那么传统格局下的“随礼”是怎样的模式？“随礼”失“随”的

形成机制是什么？礼单上数字差异的背后又是怎样的博弈与社会结构呢？

二、传统格局下的“礼”之“随”

费孝通先生对于“差序格局”所为人熟知的论述是：“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

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

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

是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

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

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⑦“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父死子

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

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⑧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学 界 对 于 传 统“差 序 格 局”的 共 识 在 于，这 是 一 个 由 血 缘 与 作 为 其“投

影”的地缘为纽带所连接的社会；经济基础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存在商品经济；社会秩序依

９１１人情往来与新“差序格局”———基于河北顺平县东委村的考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当地方言，指红白喜事时给主家送的礼物礼金。
［法］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具体情形，参见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３－３６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２页。



靠传统人际关系与伦理纲常，道德观念是“克己复礼”下差序的人伦；政治机制是长老统治；社会性

质是熟人社会。

三十多年前，东委村正是典型的差序格局。

首先在血缘格局上，东委村并非单姓村，而是由多个家族共同组成。张家、李家是村中两大家

族，其他较小的家族多由外村迁入，虽然五服内的亲戚较少，但是通过认干亲与婚姻两种方式或与

其他小姓联合，或依附于张、李两家。嫁进来的媳妇再将娘家村中的姑娘“说”给村中的青年，血缘

关系下又加入了姻缘的因素。整个村庄即使毫无血缘关系也仍以哥嫂、叔伯等称呼，大年初一清

早晚辈要相互到“当块儿”（地缘）与“当家子”（血缘）家里拜年，长辈则坐在炕上专等小辈来磕头。

其次，村中的政治格局被老人们戏称为“张天下，李半朝”，张、李两家除了人数上的优势，几房的家

长都在村中任职，据老人们回忆，“这些干部说直理，能管事”，权力与权威重合。有威望的除了干

部之外，还有一位识文断字的老人、一位退役的老人与一位烈士家属，村里分家要找他们主持，有

冲突要由他们“说和”。再次，在经济格局上，村民均以种地为生，人丁兴旺的家庭分得的田地多，

劳动力也较为充足，日子过得相对宽松，男丁较少的家庭也在亲戚、邻里的帮助下完成耕种。虽然

存在贫富之分，但是差距较小，没有大地主，经济条件较好者在划分成分时也只是中农。最后，在

文化格局上，五十年前村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２０世 纪 五 六 十 年 代 村 中 曾 组 织 扫 盲 班，后 建 立 学

校，小学设置到三年级，三年级以上则到隔着一条河的西委村上学，初中到朝阳镇，高中与师范在

县城。此后，初中文化及以上的村民被视为“文化人”，文化水平差距拉大。
“随礼”发生在仪式中，举办红白喜事的家庭被称为主家。东委村每场仪式都要有“识文断字”

者担当“管账的”，村落每个区片都有固定的人选，仪式当天会辟出一间单独的屋子供其使用，“客”

们到达后会首先 来 此 放 下 礼 物 与 礼 金。“管 账 的”则 支 一 张 桌 子，用 毛 笔 将“随 礼”者 的 姓 名 与 礼

金、礼物的数量、名称等写在红色（结婚）或白色（丧事）的笺纸上，而主家会将账本一直保留，作为

今后“走亲上礼”的参考。
“客”根据与主家关系不同被分为以下几类：地缘关系下的“乡亲”、血缘关系下的“亲戚”与业

缘关系下的“一范儿的”①。“一范儿的”是在近二十几年有了外出上学、工作、打工、经商等现象之

后逐渐出现的“客”的新群体。而礼单上落款的名字则体现出一家之主究竟是谁，除了倒插门女婿

的家庭写女方的名字之外，一般来说尚未分家的三代家庭作为一个单位上礼，账本上写家中老父

的名字，无父家庭则写长兄的名字。一般由老人带领孙辈“坐席”②。已经分家的核心家庭则各自

作为单独的单位上礼，账本上写丈夫的名字，一般由丈夫前去“坐席”，也可携带妻子。可见，在这

些仪式中核心家庭与三代家庭是主要的互动单位，大的家族则通过“坐席”时在一桌来体现。

在三十年前东委村的传统格局下，“随礼”并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话题，“客”只需要按照规矩

随大流即可，同等关系的“礼”保持一致。以婚姻仪式中的礼金为例，其中亲戚礼最重，直系亲属、

如新郎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则不随礼，与新郎共同作为主家，“五服”以内的亲戚礼最高，为五元；
“五服”以外、但同属一个姓氏门下的低一档，随三元；乡亲礼是两元，随礼的一般是本区与邻近区

的街坊———东委村以“大 队”（生 产 队 时 期 对 村 委 会 的 称 呼）为 中 心，按 街 道 划 分 为“当 街”“南 头”
“北头”“东头”“西头”五个区域，哪 家 哪 户 属 于 哪 个 区 域 村 民 们 都 十 分 清 楚。“南 头”与“北 头”因

“文革”中不属一派，素有积怨，故来往较少。居住在同一地缘范围内的有血缘关系者，按亲戚礼，

关系极好的乡亲会认“干亲”，礼高于普通乡亲，为三元。

以一个主家为中心，可将其在差序格局中接受的“随礼”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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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地方言，指辈分相同、年龄相近但无血缘关系的群体，多为同学或者业缘下的朋友。

当地方言，指前往仪式现场吃酒席。



　　可见，尽管村庄内部一直存在经济分层，但是血

缘与地缘仍具有足够强大的弥合力，村庄成员一则

没有远远高出平均的经济能力；二则由于价值观与

评价体系中经济所占比重不高，无法仅仅通过彰显

经济实力获得村庄地位；三则打破规矩者所面临的

社会排斥力往往会很大———在农业种 植 中，失 去 村

民认可与在农具、水利、收割、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互

助，会严重影响生产与生活。这就使得经济差距并

没能在礼金中得以体现，相反，礼金的差异正是血缘

亲疏与地缘远近的折射。

由于当时村民生产方式单一，亲疏远近由血缘与地缘决定，其中血缘强于地缘，随礼是对客与

主家、客与客之间关系的确认，由近及远随着关系变淡礼金减少，同一个圈层内保持一致。差序格

局在“随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随礼”失“随”

在农村土地制度、生育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几经变迁后，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东委村这个太行

山脚下小村庄的互动模式、价值观念、社会秩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从“随礼”上即可窥见一斑。

如今“随礼”成了东委村的一个争论焦点，村民们似乎在礼金数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失衡除

了体现在同一场仪式中同等关系的礼金参差不齐，且差距不断拉大，还有两场仪式里先后作为主、

客家的随礼与还礼的不平衡。

在第一种情况下，首先是业缘下的礼金失“随”。一般来说，同事之中除了沾亲带故者随亲戚

之礼外，大家都会统一标准，而近二十年来这个标准却越来越难达成一致。

案例１：东委村的葛大爷 是 退 役 军 人，与 仍 然 生 活 在 顺 平 县 的 战 友 们 一 直 维 持 着 人 情 往

来。２０１４年葛大爷的母亲去世，他的战友为了随多少礼进行了一次商议，有人主张随一百元，

理由是“社员们”（即农民）现在都是一百的礼，“上班的”比人家少拿不出手，但有四五个人坚

决反对，其他人则表示默认。由于实在 无 法 达 成 一 致，只 好 表 示“各 随 各 的”。丧 礼 那 天 却 只

有两个人坚持随了五十的礼，表示反对的另外两三个人则现场变卦随了一百。这些战友经济

状况类似，关系远近 相 同，在 此 之 前 向 来 保 持 一 致。坚 持 随 五 十 的 两 人 自 称 是“依 规 矩 还 的

礼”，当初自家办事收到的就是这么多，其余战友对此的评价则是“不如不随”。

此外，近年来在地缘与血缘关系中也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象。

案例２：在２０１４年的 一 场 婚 礼 中，李 某 小 儿 子 结 婚。李 某 的 大 姐 在 中 国 石 油 工 作，随 了

１０００元的礼金；二姐在县政府工作，随了５００元的礼金。事前两个姐妹已经商量好，其他客也

认为大姐“条件好”，“应该多帮衬帮衬弟弟”。正是在这场婚礼中，乡亲礼也是参差不齐，大部

分乡亲随了５０元，吃了订婚席的随１００元，还有同一条街上的一位老人随了３０元，主家与客

均表示老太太过得“不容易”，“多少是份情谊”。议论的焦点在于一个在县城上班的远亲随了

５０元，大家在指责其“小里小气”的同时，又感慨“礼太重”，自己也是“越来越走不起亲了”。

亲戚中贫富差距向来有之，六年前类似的情况却是不同的解决方式，经济能力不同的亲戚要

顾及穷亲戚，最后统一到一个较低标准。

案例３：２００８年张家老三的小儿子结婚，老三与其大伯家均是务农，年收入两千元左右，二
叔和小叔则在北京 做 贩 卖 肉 制 品 的 生 意，年 收 入 最 高 可 达 二 十 几 万。当 时 亲 戚 礼 的 主 流 是

１００元，二叔、小叔与其大伯 商 议，认 为 老 三 家 比 较 困 难，希 望 随５００元 以 减 轻 其“办 事”的 压

力。但大伯及其大嫂坚 决 反 对，提 出“谁 有 钱 谁 多 给，我 们 走 不 起 这 个 亲”，结 果 最 后 各 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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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三家统一随了２００元的礼，二叔、小叔又私下为老三家买了炮仗与香烟，花费近一千元。

据村民回忆，２０００年李家二儿子的一场婚礼是礼金开始变得“不整齐”的开端。

案例４：李家父母当时是 较 早 放 弃 粮 食 作 物 转 为 种 植 暖 棚 草 莓 的 农 户 之 一，故 有 一 些 积

蓄，“摆的席面高级”，散发的烟也比其他人家贵几元钱。其他种植暖棚草莓的农户经过商议

后都随了２０元的礼，其余街坊依旧随了１０元：一方面在吃席时不免觉得愧对主家，让主家吃

了亏；另一方面也在私下埋怨这些“有钱的”“不顾乡亲礼”。

主客礼金失衡的情况又可具体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亲戚之间的经济分层，如在前文案例２中

提到的李家小儿子，２０１２年其大姐结婚时随的是５００元的礼，２０１４年大姐的还礼却高出一倍。二

是乡亲或同事中有求于人者，比如王家为小儿子上学而需要在县城教育系统工作的李家帮忙，恰

逢李家办事，于是王家的礼比普通乡亲高了一百元。但无论哪种情况，礼金付出与回收的不对等

背后，都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换言之随礼其实是一场交换。大姐给弟弟更多的礼金以期换来

其对父母更尽心的赡养，王家给李家更多的礼金以期换来其手中的教育资源，而这种交换的必要

性又是建立于各自手中资源的不平等中：大姐由于工作原因在地理与时间上都无法照顾父母；李

家虽然拥有教育资源，但在村庄事务中也离不开乡亲的支持网络。可见，经济分层给礼金失“随”

提供的不止是可能性，还有必要性。此外，参与仪式的单位已经鲜有三代的家庭，因为村中大部分

家庭一旦儿子结婚便随即分家———虽然有的家庭仍然会居住在同一个院落内，但是父母会住在东

西配房，年轻夫妻则占据正房。即使大多数外出打工的青年尚未娶妻，也会作为独立的单位参加

村中仪式，以自己的名字随上一份礼，并且通常高于在家务农的父亲的礼金数。

综上所述，“随礼”的失“随”是从业缘与地缘两个方面开始瓦解的，虽血缘在一段时间内与其

进行了博弈，但最终亲戚礼中的统一标准还是被经济分层所瓦解。

下面便从整个村庄着眼，试图描述失“随”的整体状况。通过深入访谈与查看账本，我们将东

委村二十多年来随礼的情况做了大致整理。需要说明的是，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间，关系好的亲戚与

朋友不会直接拿礼金，而是送“帐子”（当时一种比较高级的版面）、镜子、暖壶等，在此为了方便比

较，将它们折算成现金的数目。２０００年至今则已经鲜有人将实物作为礼物带到仪式中，只有仍在

农村生活的会蒸好四十个半斤的大馒头作为礼物，供主家在席上作为主食招待客人（约合５０元人

民币），外加５０元或１００元礼金。此外，受实际情况所限，我们无法获得二十年以来东委村较为精

确的收入数额资料，因而无法比较礼金占收入比重的变化趋势，也未引入通货膨胀这一变量，只是

村民在访谈中表示感觉人情负担在加重。下表着重比较的是随礼过程中的“失随”现象。

时间段 乡亲 亲戚 朋友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礼金数（元）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１０、２０
主流礼金（元） １０　 ２０　 １０

最高与最低相差 ２倍 １．５倍 ２倍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礼金数（元） １０、２０　 ５０、１００　 ３０、５０、１００
主流礼金（元） ３０　 ５０　 ３０

最高与最低相差 ２倍 ２倍 ３．３倍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礼金数（元） ２０、３０、５０　 ８０、１００、２００　 ５０、１００
主流礼金（元） ３０　 １００　 ５０

最高与最低相差 ２．５倍 ２．５倍 ２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礼金数（元） ３０、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主流礼金（元） １００居多 １００居多 １００居多

最高与最低相差 相差３．３倍 相差１０倍 相差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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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礼金整体在呈上升趋势，上升速度也持续加快：主流礼金数从每十年一个

档位，到每五年一个，到近几年更是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提升。乡亲礼与朋友礼逐年上升，直追亲戚

礼。辅以访谈还可以发现，以２０００年为转折点，礼金的提高由“齐步向前”变为了参差不齐，一部分

人在提高礼金，一部分人在勉力追随，而另一部分人则掉了队。

四、何以失“随”

如果关注给出高额度礼金的群体我们会发现，其年龄段分布很广，上达六十岁左右，下至二十

岁出头，辈分差异悬殊，并且不管是在“当街”“南头”“北头”“东头”“西头”，这种“失随”现象均有发

生。可见，这种情况并不是由血缘或地缘下的因素导致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打破原有的平

衡？又是谁在成为村庄游戏规则的新缔造者？

首先，在红白喜事中，最 大 的 互 动 双 方 是 主 家 与 客。笔 者 发 现，主 家 正 是 抬 高 礼 金 的 力 量 之

一。以结婚为例，近五年东委村兴起了“订婚席”———主家在男女双方订婚后先小范围摆一次席，

邀请亲近的乡亲、亲戚与朋友，这顿饭是“只坐席不上礼”。这部分人在随后的结婚“正日子”里还

会来，并比没有喝订婚酒的人多随五十元。但是，并不是所有受邀者都会欣然前往，不乏受邀者表

示意外与不情愿，故这五十元可以说是主家“要”来的。而且，在一场仪式中的主家在另外的仪式

中可能就会扮演客的角色，故他抬高礼金后自己也要承担这一后果，那为什么主家还是会这样做

呢？究其原因，在于举办仪式的频次失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在东委村的

家庭结构出现了较大差异，家庭人数差距拉大，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在“办事”的频次上远远少

于有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如果只能随同样的礼，必然入不敷出。由此，订婚等原来没有举行过的仪

式也逐渐兴起，成为回收礼金的一个方式。

在主家抬高礼金的情况下，礼金的参差不齐是由客们是否受邀参加订婚酒席所导致的。而邀请的

主动权掌握在主家手中，往往并不完全依据血缘与地缘，而多选择互动频繁、利益相关者。除此之外，也

有“客”自行打破原有的统一标准，主动抬高礼金。如在有人拒绝提高礼金而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往

往就会出现礼金的差异。笔者将主动抬高者、被动跟随者与拒不跟随者归纳成以下几类：

类
型

主动抬高者 被动跟随者 拒不跟随者

“种棚的” “做买卖的” “上班的” “事少的” 普通农户

特
点

近十年来，草莓 与 西 红

柿暖 棚 的 种 植 在 东 委

村兴起，部分农 户 改 为

经营暖棚，并将 收 获 的

草莓、西红柿在 村 口 市

场 卖 出。通 常 年 收 入

能达十万左右。

即外出经商者，多 在 北

京、天津一 带。每 逢 村

中有红白喜事，哪 怕 不

能回来参加，也 会 托 人

交上礼金，并且 广 泛 参

与各家仪式，被 评 价 为

“走 的 宽”。年 收 入 不

确定且不一致，从 五 万

到几十万不等。

即工 薪 阶 层，“文

革”结束 后 从 村 里

通 过 读 书 走 出 农

村，多为 教 师 或 公

务 员，户 口 迁 出，

居住在县 城，但 仍

与 村 庄 保 持 密 切

互 动。年 收 入 约

四万到六万元。

多是工薪阶层，这 部 分

人受 教 育 程 度 普 遍 较

高，受 政 策 制 约 较 严，

生育人数较少，举 办 各

种仪 式 的 机 会 少 于 他

人。

仍然依靠 种 植 粮 食 作

物为 生，通 常 年 纪 较

大，子女 外 出，属 于 留

守老 人，大 多 与 孙 辈

共同 生 活，子 女 酌 情

寄回 养 老 费。年 收 入

１万元左右。

不难看出，主动抬高者的共同点在于经济收入较高，被动跟随者则是在二三十年前处于较高

的经济与身份分层者。二十年前乡亲礼的最高额均是由村支书随出，其他人并不会跟随———认为

这是一种地位的对应。而在近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东委村经济分层拉大，“种棚的”与“做买

卖的”跃居村庄经济上层，从而使经济分层与身份分层出现错位。此外，“种棚的”与“做买卖的”虽

同是作为主动抬高者，但动机却不同。“做买卖的”因为生活场域离开村庄，但户籍与生活意义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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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停留于此，随时准备“落叶归根”，不愿也不敢与村庄断绝联系。由于平时无法像在村内生活的

村民一样互助，比如“攒忙”①，这样轮到自己“办事”时就面临着没有人来“攒忙”的危险，故他们会

选择通过较高的礼金、较广范围的随礼来弥补这一不足。但“种棚的”则不会面临这种边缘化的危

险，他们之所以仍然选择主动提高礼金，除了因销售西红柿、草莓需要与部分村民密切互动外，同

时也是对经济地 位 的 确 认。“上 班 的”虽 然 没 有 这 样 的 经 济 实 力，但 是 作 为“有 头 有 脸”的“体 面

人”，加之一两百的礼金并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也就选择默认与跟随较高标准。同时我们也

看到，拒不跟随者里也有工薪阶层，这部分人与选择跟随的区别就在于自己没什么“事”可办，鲜有

机会收回礼金。相较于拒不跟随的工薪阶层会被指责为“小气”“不会来事”，普通农户的低额礼金

则被表示接纳与理解，主家会说这家“不容易”，多少都是份乡里情分，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承认了

自己“过得不好”的地位。

亲戚礼差距的拉大需要给予格外的关注。十几年前亲戚间都要协商保持一致，并且标准是按

照经济状况较差的来定，随多的会被指责为“充大头”“不懂事”，即便是有能力想要多给也只能私

下以其他方式馈赠。而在２０１０年后，尤其是近两年，差别直接体现在了礼金上，照顾穷亲戚的标准

已经很少，随礼少的会被认为日子过得不红火，在家族里抬不起头，多随的反而也没有照数收回的

期望。这种互动使得穷亲戚无论是作为主家还是作为客，都处于劣势地位。

由于之前“能帮上忙”的事务在农业生产、生活领域逐渐减少，也使得人们更加小心翼翼地用

“礼”来维持着村庄 互 动。而 在 礼 金 博 弈 中 经 济 实 力 处 于 上 层 者 的 主 导 地 位，工 薪 阶 层 的 从 属 地

位，普通农户的抗拒态度，主流礼金向经济上层者看齐，过低的礼金比过高者受到更多关注，年长

者多数处于经济分层的下层———这样的一幅图景让我们看到经济分层已然继血缘与地缘的亲疏

远近之后，成为影响村庄社会关联的又一主导力量。

五、新“差序格局”

随礼只是差序格局变迁的一个信号灯，血缘与地缘被经济分层切割的现象也出现在村庄生活

的其他场域。从“随礼”失“随”，我们看到了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与文化价值的冲击下，血缘与地缘

纽带正趋向松弛，差序格局被打乱，横向关系扩展并重排、纵向等级扁平化（村民所谓的没大没小）

并错位的新“差序格局”正在形成。

与“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相比，新“差序格局”依旧没有摆脱“差”“序”二字，但是已经有了显著

不同。

首先，由一块石子漾开的水波中的同一圈水纹被打散，“差”不再简单由血缘的亲疏、地缘的远

近决定，同一圈被经济分层切割成若干块，外圈势力逐步渗入原有圈层；血缘、地缘、业缘的纽带被

经济分层切割得犬牙交错。在此，我们将新“差序格局”的横向之“差”表示如下：

其次，纵向、刚 性 的 等 级 化 的“序”不 再 由 长 幼 尊 卑

定位，身份 分 层 与 经 济 分 层 错 位，权 力 重 心 转 移。固 有

等级化的刚 性 与 稳 定 性 减 弱，由 年 龄、经 验、知 识、德 性

获得的身份 地 位 逐 步 丧 失，转 而 由 经 济 实 力 获 取 权 力，

这在给部分村庄成员向上流动空间的同时，权力也在逐

步丧失合法 性，处 于 传 统 面 临 坍 塌、理 性 尚 未 建 构 的 虚

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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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应该自觉

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从社会观点来看，道德是社会对个人的制裁力，使他们按合于规定的

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① 差序格局的变动使得“亲亲尊尊”的伦理纲常弱化，反

过来道德观念的变化又解构着原有格局。

此外，传统差序格局中长期封闭的、稳定的关系圈已经被打乱。从个体来看，围绕在其周围的

同心圆已经变形，边缘由“实线”变为“虚线”，边缘则呈“锯齿状”，时刻存在着流入与流出。从整个

村庄来看，不同圈层相互渗透，重新排序，同一个圈层被经济切割成若干块，部分村民依托经济维

度而互动密切，外圈的势力逐步渗入原有圈层，这使原有的部分成员受到排挤或向更高经济分层

流动而自动迁出本身的圈层。

最后，与差序格局的乡土性基础不同，新“差序格局”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乡土性的弱化———

农民正在逐步远离土地。新“差序格局”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在亲密的血缘社会条件下商业是无

法存在的。

那么，以上这种新“差序格局”形成的过程与原因何在呢？

差序格局的变迁并没有经历一个太长的时间。现在村子里还有老人会充满无奈与怀念地念

叨着某个不孝的子孙，“搁在过去早被大伯拿着铁锹打得满街跑了”；受了儿媳妇气的婆婆们则诉

说着自己当媳妇时的种种小心与不易。存留在他们记忆中的“过去”，正是东委村处于传统差序格

局的时代，在他们看来，村里的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

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村庄，尤其是“文革”结束后，学习拔尖的子弟相继考到乡里、县里读书，

考大学或者考入师范院校读中专。这些通过读书途径走出去的一代大多留在了县城中的教育与

行政领域。改革开放后，有人背上铺盖去了石家庄、北京、天津打工，有人支起了炉子打烧饼、炸果

子（即油条），有人从去集、庙上摆摊到在村里开了一间小卖铺。但是这些人依然会特意回村参加

仪式，男方娶亲仍然需要在村中建新房，家中的老人也多停留在农村务农，可以说其生活意义仍然

停留在村庄内。曾经一起下地收玉米的一条街上的街坊，由于种植暖棚与种植玉米小麦的耕作时

节、农具不同，已经“帮不上忙”。相反同为“种棚的”不管住的远近，都会相互协助搭盖暖棚、周转

资金，并且每天早上共 同 在 村 口 的 草 莓 市 场 进 行 草 莓 交 易，在 价 格、收 货 商 等 方 面 协 调 并 保 持 一

致，互动极其密切。红白喜事中“主事的”变成了“有能耐”的小辈；村里选举前开的“小会”，随着村

里几个有威望老人的 去 世 或 者 搬 进 县 城，逐 渐 转 移 到 小 辈 的 家 里；婆 婆 不 再 当 家，老 人 住 进 了 配

房。而在逢年过节大家均处于闲暇状态回归乡村社区时，本来“一家子”“当团儿”②的聚会却变成

了“有钱人”的聚会；原本集聚到一家炕上看电视的娱乐方式只停留在老人圈子里，一毛两毛的牌

九局早已没有人参加，“穷亲戚”“穷街坊”在饭桌与牌桌上都已经“玩不起”也“输不起”了。

我们看到，由于外出经商、工作者离开土地与村庄，与村庄的互动关系发生了转变———不再需

要土地上的互助，而是需要在情感支持、仪式操办、宅基地坟地权益等方面获得村庄支持。不同于

农耕社会依靠老人的经验与智慧，随着子辈的生产能力、知识储备逐渐超越父辈，权威的衡量标准

由传统的年龄、辈分、经验、德行等逐步转移到财力上，老人在农村的权威不仅受到年轻人的挑战，

而且受到业缘朋友这一外来力量的威胁，“规矩”不再由老人“说了算”。

从表象上看，差序格局的变迁与经济分层的形成基本同步。但是，传统社会中经济分层也同

样存在，为什么差序格局千百年来却不会改变呢？究其原因，概因为血缘与地缘是当时最根本性

的社会联接纽带，在一个常态社会里，强大的血缘与地缘关系能弥合经济分化所导致的社会裂痕，

无论谁都受到家族长老、村庄舆论、乡绅、乡约的多方制约，经济强者也要服膺地方性规范。而最

５２１人情往来与新“差序格局”———基于河北顺平县东委村的考察

①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３页。

方言，即家住在同一区域的街坊邻居。



近的二十多年，农民正在大规模挣脱土地的束缚———无论是在生计模式，还是在社会交往与价值

观层面，而这正是差序格局变迁的根本性原因。

土地对于农民强大的束缚力维持着社会的低变动性，而“在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

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权力”①，从而构成了血缘社会的基础，地缘又是血缘的投

影。而现今的农村，随着 化 肥、农 药 的 使 用 及 粮 食 产 量 的 上 升，相 对 丰 裕 的 社 会 使 得 生 存 风 险 下

降，而自动化农具的出现又解放了部分劳动力并给流动提供了可能，分工、市场的进入又使得田地

里的互助可以通过金钱购买获得。这无不削弱着血缘与地缘的力量，使得经济分层有机会进入村

庄机制并发挥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农民的社会流动加剧，村民间互动不

断减少，异质性明显增强，由此导致在村庄生活中的相互依存度大大下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

村庄社会关联大为削弱，这样便动摇了传统差序格局的根基。

六、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村庄原有秩序已被打乱，但新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差序格

局的变化使得乡土社会正在失去那份扎根在土地里的安稳。“以德服人”并没有变成“以财服人”，

而是变成了再没有什么可以“服人”，大家普遍地“不服气”。东委村已经连续四年未能进行选举，

两派的争斗日益白炽化，不管哪派人员当选，落选一派都会通过砸投票箱、上访等一系列方式进行

干扰，镇上只好直接委任临时人员管理村务，两边周旋。而国家权力的直达改变了旧时“皇权不下

县”的格局，无疑也加速了村庄原有权力结构的瓦解。是非标准正在模糊，再也没有三十年前那样

公认的“好人”“坏人”，人们会根据自身利益随时调整着评价标准与圈子。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中

国农村并不会由传统差序格局走向西方团体格局，在新“差序格局”中，“差”与“序”仍然主导着社

会结构，即使有理性化的因素出现，血缘与地缘的力量也并未消失，只是新加入了经济因素，但却

并未出现“一捆柴”的局面。当下的中国社会变迁速率大大提高，农村被日益卷入市场经济之中，

差序格局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但新“差序格局”还处于形成阶段，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因此，

中国农村究竟走向何方，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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